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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分级与整合

张平华*

内容提要 在复杂案件中，作为整体性生活事实的损害可能划分为多个

阶段、多种类型、多个项目，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作“框架—具体—项目”

三级之分：框架请求权以侵权责任一般条款为基础，覆盖损害的整体生活事

实；具体请求权要求有明确的侵害客体、要件事实和赔偿范围；项目请求权以

人身损害之具体项目为赔偿对象，并可派生下位项目群。三级请求权又可以

按照“原理—手段”“整体—局部”“优先—劣后”关系进行优化整合。诉讼

救济属于终极整合手段，框架请求权、项目请求权分别对应宏观或微观诉讼标

的，并依托诉讼合并、既判力发挥整合作用。人身损害赔偿并非单纯的民法问

题，需要诉讼机制的协同；也并非纯粹的事实问题，离不开法律评价、规范指引

和程序运行。

关键词 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 框架请求权 具体请求权 项目请求权

损害赔偿

*  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系 202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医联网环境下的隐私数据保护与医源性风险

决策”（项目批准号：72293583）的阶段性成果。

目  次

一、问题的提出

二、损害赔偿框架请求权

三、人身损害赔偿具体请求权与项目请求权

四、三级请求权的整合

五、结语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中国法学 2024 年第 6 期

46

一、问题的提出

侵权归责的主要目的是将事实意义的损害转化为法律意义的损害，前者被称为损害

事实，是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后者表现为损害赔偿，为侵权责任的法律效果。在简单案

件中，损害事实结构较为简单，损害事实常被径行等同于损害赔偿，虽然混淆了事实与法

律之界限，但是于适用结果却并无大碍。例如，甲殴打乙导致乙身受轻伤，为治愈伤害，

乙花去医药费 0.5 万元，此外再无其他费用或损失。这里的 0.5 万元既是损害事实，也可

被视为损害赔偿。此时，请求权或请求权基础之探求可以“一步到位”，即本案仅涉唯一

的请求权基础（《民法典》第 1165 条），其他法条则作为辅助规范（《民法典》第 1179 条）

仅用来设定具体要件或赔偿范围。(1)

但在复杂案件中，作为整体性生活事实的损害可能存在多个阶段、多种类型、多个项

目，请求权及其基础也繁芜杂乱，非予理顺似难畅行。例如，甲因过失误伤乙，致其手机毁

损、身受重伤送院医治，后乙遭医疗事故伤害，出院1年后又因病情复发须进行二次手术。

以上侵害产生财产损失 5 万元，花去医药费、护理费、误工费共 5 万元，术后康复治疗费 2
万元，精神损害赔偿 0.5 万元。问题是，虽然整体性损害可以按时间顺序区隔为即时损害

（手机毁损、身受重伤）、连续损害（甲对乙的损害和乙被医院误伤）、后续损害（康复治

疗费）、后发损害（二次手术），但这些损害能否在法律上整体归责？同时发生的人身损

害、财产损害（身受重伤、手机毁损）等不同类型的损害是否可产生不同的请求权，规范

适用上有无必要区别对待？此外，同一人身损害可分割为不同的项目（医药费、护理费、

误工费等），这些项目对应各自独立的请求权还是同一项请求权？精神损害赔偿是人身

损害赔偿的范围还是对应独立的请求权？上列情形中的诉讼标的是一个还是多个？

上列问题固然可普遍发生于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诸领域，但在人身损害领域更为常

见、更具典型意义。而且人身损害时间区隔更为复杂，直接关涉伦理价值，所派生的具体

类型或项目更为丰富，精神损害也成为重要的主题，(2) 因此，本文聚焦于人身损害赔偿请

求权，结合宏观和微观的观察视野，提出“框架—具体—项目”三级请求权分析思路，并

就三者在实体和程序上的整合进行研讨，试图为上列问题提供一揽子应对方案。

二、损害赔偿框架请求权

以原权为研究对象，德国法学家菲肯切尔（Fikentscher）提出了“框架权”理论，

强调其不同于一般权利，以一般人格权、企业权为典型，边界模糊且须依个案的利益衡量

(1) 参见吴香香：《中国法上侵权请求权基础的规范体系》，载《政法论坛》2020 年第 6 期，第 173 页。

(2) See Randall R. Bovbjerg, Frank A. Sloan & James F. Blumstein, Valuing Life and Limb in Tort: Scheduling Pain and 
Suffering,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83:908, p.908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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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是否构成违法侵害。(3) 人们注意到框架权的原权意义，却忽视了将其适用于救济权。

事实上，不仅是原权，救济权作为原权受侵害后的法律应对机制，也可以是框架权。通常

而言，“一次侵害只产生一次救济”，而“一次救济中只有一个请求权”，这里的“一个请

求权”覆盖了整体损害生活事实，就属于框架请求权。

（一）框架请求权

1. 框架请求权的基础是侵权责任一般条款

框架权以一般条款为正当性基础，因为“权利的正当性主张有时候需要根据法律

上的一般权利保护条款进行推定，推定的来源也有强弱之分，弱推定来源一般基于开放

性的权利类型或法律规定”(4)。框架权（如一般人格权）必须由其他行为规范填补确定

其内涵，相对于所置身的一般条款，框架权自身又可被视为“部分一般条款”（partielle 
Generalklausel）。(5) 框架请求权的基础是侵权责任一般条款，该一般条款包含着统一、开

放的核心要件（如损害、因果关系、过错），这些都决定了框架请求权的模糊性。对比《侵

权责任法》第 6 条，《民法典》第 1165 条明确增加“损害”二字，避免了将妨害请求权

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相混淆，有利于将过错责任归责原则限于损害赔偿。而按照被害人受

到侵害前后的利益差额确定损害大小，足以抹去具体要件事实的差别，涵盖全部生活事

实意义上的损害，实现全面赔偿，最能符合上列要件要求。

不过，通过框架请求权适用统一的一般条款，并不意味着否定或替代对不同的损害

适用差异化的救济。(6) 其一，如果基于同一生活事实而产生多数人侵权的，即便受害人可

以适用侵权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在一次诉讼中获得整体性救济，也不能排除每个侵权

人都构成独立侵权，对每个侵权人适用不同的请求权基础。例如，潘某某在某养老院养

老期间因一氧化碳中毒去世，一氧化碳来自其房间窗外的浴室热水锅炉排气管，浴室与

养老院之间存在房屋租赁关系，法院判决养老院和浴室构成共同侵权。(7) 其中，养老院的

侵权为一般过错侵权（《民法典》第 1165 条），而浴室的侵权则可以是环境侵权（《民法

典》第 1229 条）或不可量物侵权（《民法典》第 294 条）等。其二，框架请求权不能替

代具体请求权。比较法上具有统一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的趋势，例如，修正后的德国债

法承认，因违反债务关系中的义务所发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唯一请求权基础是第 280
条第 1 款。然而，在复杂案件中，依靠这一唯一请求权基础并不能独立实现全部救济——

(3) Vgl. Wolfgang Fikentscher/Andreas Heinemann, Schuldrecht: Allgemeiner und Besonderer Teil, 12. Aufl. 2022, Rn. 1571. 框
架权理论在日本民法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在所有权、侵权、不当得利等领域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斉藤博「一

般的人格権の内容」私法 1976 巻 38 号（1976 年）168 頁以下；ポイケルトアレクサンダー＝水津太郎「所有権と

自由」慶應法学 19 巻 3 号（2011 年）426 頁以下；大久保邦彦「不正当競争に基づく不当利得責任」阪大法学 71
巻 5 号（2022 年）19 頁以下参照。德国公法学者也习惯于称财产权、继承权等为“框架性基础概念”，以彰显“制

度保障”“形塑规范设计”。参见［德］福尔克尔·埃平、［德］塞巴斯蒂安·伦茨、［德］菲利普·莱德克：《基本

权利》，张冬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104 页。

(4) 朱振：《事实性与有效性张力中的权利——关于权利来源的省思》，载《浙江社会科学》2018 年第 10 期，第 14 页。

(5) Vgl. Wolfgang Fikentscher/Andreas Heinemann (Fn. 3), Rn. 1580.
(6) 参见［瑞］海因茨·雷伊：《瑞士侵权责任法》（原书第 4 版），贺栩栩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4 页。

(7)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 02 民终 8592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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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能排斥第 280 条以下多种法律效果；(8) 也不能排斥不同的法律构成、类型化的思考方

法。在这一意义上，单凭一个“未履行”的术语形成统一规范，是比较法上最简单的错

误。(9) 这种“过度统一”仍然难以摆脱给付障碍法复杂化、多面性的结构特点。(10) 与此

同理，我国民法上框架请求权的基础是《民法典》第 1165 条，其以开放、抽象的“损害”

为统一要件。然而，离开了具体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害、精神损害，我们无法证成整体

抽象的“损害”；而为计算损害、确证损害，又不得不诉诸对应的具体条文（《民法典》

第 1179、1183、1184 条）。如此一来，框架请求权及其对应的请求权基础充其量只是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先由各个具体类型或项目导向具体请求权，最后再进行总体结算。

2.框架请求权的特性

（1）模糊性

于飞教授从权利和法律规范的对应关系出发，否定框架权的权利属性，只承认其为

一般条款。(11) 然而，权利和法律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权利属性与法律规范的属性紧

密契合，既然认可法律规范存在法律规则和一般条款的区别，也就应该承认权利可以对

应的具体权利和框架权。法律规则和一般条款都有模糊性，但模糊程度存在差别。从这

一角度看，任何权利都有一定的框架性。人格权的客体就是完整的人格，并具有无限的

价值和内容，可以动态衍生出不特定的利益，(12)这决定了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较高的

框架性。承认框架请求权的权利名分，依托其内蕴的利益权衡机制、个案发展功能，(13) 不

仅有利于为主体提供兜底性保护，也有利于动态生成新的权利内容或类型，如个人信息

权益、生成式人工智能产生的作品权益等。

框架请求权以框架性的原权利遭受侵害后产生的请求权为典型，但不限于此。吴香

香教授指出，一般侵权责任归责的检视程式要区分加害行为与不法性，不法性可以依据

结果违法简明判定，而对“框架权利侵害”须适用特殊检视程式，加害行为与不法性的

认定同一，均须借助法益衡量，这一过程也同时合并过错的认定。“《民法典》第 998 条

显示，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之外的人格权即使因被列举而有名化，也并非严格意义上

的具体人格权，而仍属类型化的框架性人格权，需要借助法益衡量确认是否存在加害行

为与不法性。”(14) 笔者认为，框架权和具体权利的归责程式的确不同，然而，将精神性人格

权均归为框架权却过于扩大化了。《民法典》第 998 条区分物质性人格权和精神性人格

权，对后者适用利益衡量，凸显了对物质性人格权的优越保护，但是，不能反过来说精神

(8) 参见［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原书第 7 版），沈小军、张金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

第 199 页。

(9) 参见王洪亮：《我国给付不能制度体系之考察》，载《法律科学》2007 年第 5 期，第 136 页。

(10) See Yehuda Adar & Gabriela Shalev, The Law of Remedies in a Mixed Jurisdiction: The Israeli Experience, Tulane European 
& Civil Law Forum, Vol.23:111, p.111 (2008).

(11) 参见于飞：《论德国侵权法中的“框架权”》，载《比较法研究》2012 年第 2 期，第 76 页。

(12) 参见张平华：《人格权的利益结构与人格权法定》，载《中国法学》2013 年第 2 期，第 43 页。

(13) Vgl. Wolfgang Fikentscher/Andreas Heinemann (Fn. 3), Rn. 1572.
(14) 前注 ①，吴香香文，第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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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格权所对应的都是框架请求权，只能说其框架属性较强。

框架请求权的模糊性也使之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一项框架请求权可以覆盖同一生活

事实中的各个类型、各个阶段，藉此实现对损害的一次性救济。例如，甲驾车撞伤乙并毁

坏乙的机动车时，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同时发生，但只有一项框架请求权。(15)

（2）不确定性

框架请求权旨在以其模糊性的制度设计覆盖当事人的全部损失，满足其全部诉求，

却难免不确定性。面对共同侵权，当事人有权发动一次诉讼，同样也有权选择再次起诉。

这就使框架请求权因内含多样化的选择而具有不确定性。在单独侵权中，作为生活事实

的损害，需要经过归责要件的涵摄（例如，是否为受害人应容忍的损害）和诉讼程序的

展开（例如，原告履行举证责任）才能最终确定是否应由被告承担责任以及被告应承担

多大范围的责任，而无论是归责实体要件考察还是程序展开都有不确定性，这就使得框

架请求权的事实构成与法律效果产生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而这种不确定性因素只有经

过起诉、受理、庭审、判决等流程才能最终被消解。

通常认为，归责可以分为责任成立判断和责任范围确定两个阶段，在责任成立判断

阶段需要基于不同的侵权类型而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而在确定责任范围时则因规范群

体被锁定而只需适用大致相同的法律规范。不难发现，在逻辑上至少存在这样一个阶段：

案件事实已经满足了构成要件，侵权责任已经成立，但是责任范围却并不明确。这一阶

段并非不成立请求权，只不过，所成立的是不以明确责任范围为基础的框架请求权。(16) 这

就好比，一项合同因当事人就必要之点达成合意而宣告成立，但由于尚缺乏一些非必要

之点而导致约定范围不明确，有待作出补充解释。从诉讼流程上看，最早成立的是框架

请求权而不是更为具体的请求权，而在决定框架请求权能否成立、起诉能否被受理的问

题上，因果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因果关系只能是抽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而非具象

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此时其不确定程度也是极高的。例如，在“东某某与汤某某等海上

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上诉案”中，“苏启渔 0XXX9”轮船在收网作业时，发现卞某甲躺在

船尾甲板上，但无明显外伤。卞某甲后被诊断为颈脊髓损伤伴四肢瘫痪，治疗期间，突发

呼吸困难直至呼吸衰竭昏迷、死亡。(17) 法院依据司法鉴定，明确卞某甲系在自身疾病的基

础上遭遇外伤，此时框架请求权已经初步成立并推动诉讼展开；当进一步明确外伤系瘫

痪的主因、应由船东承担 60% 的责任时，具体请求权才最终得以确定下来。

（二）损害生活事实的整体性、多样性

损害生活事实的整体性蕴含了框架请求权的发生契机，又可以分为即时损害、连续

损害、后续损害、后发损害，其内部构造的多样性、复杂性进一步加深了框架请求权的模

糊性、不确定性。具体而言：

(15) 王泽鉴教授认为此时不成立两项损害赔偿请求权。参见王泽鉴：《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6 页。

(16) 施瓦布教授指出，因侵权所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前提不能一般地确定，而是只能依据各个具体的请求权规范来确

定。参见 ［德］迪特尔·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90 页。

(17) 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沪民终 278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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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时损害

一次侵害终结时业已发生的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之总和，可称为即时损害。不同于

和侵害存在时间间隔的后续、后发损害，即时损害须已经现实发生；同时，即时损害又是

后续、后发损害的前提基础，和它们一起构成整体性损害。即时损害可以分为人身损害

与财产损害两大类，它们分别是人身权、财产权被侵害的损害，和对应的权利类型存在紧

密关联，且通常不超出一般人的合理预期，例如，侵害财产权会导致物的毁损、灭失；侵害

人身权会产生死亡、残疾等。即时损害不是一次侵害所导致损害之自然叠加，而是排除

与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的事实后形成的纠纷事实。(18) 例如，被上诉人因路面油污滑倒受伤，

环卫处作为维护管理单位应当对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等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无须对奖

金承担责任，(19) 奖金不属于即时损害。即时损害可以归因于已经证实的侵害，天然具有整

体性因果关系。由于存在基本一致的因果关系，没有超出因果关系的射程范围或当事人

的合理预见，对于即时损害可予以整体对待并适用侵权一般条款，尽管其并非不可以被

区分为各项具体的损害并分别适用不同的条款。

2. 连续损害

连续损害指针对同一客体先后发生多个侵害（如连续发生的车祸、船舶碰撞）或

遭受加重损害的情形（如车祸后再遭遇医疗损害）等。在连续损害中，如果加害方之间

共同实施或分别实施了构成聚合因果关系的行为，依据《民法典》第 1168、1171 条可

以构成侵权连带责任。不同时点发生的损害关联在一起构成法律上“同一损害”的，也

完全可以一体归责。这种同一性可能基于事实上的整体性而生，如挂靠人和被挂靠人的

连带责任、共有人对外承担的连带责任等；也可能基于政策考量而认定的整体性而生，

例如，“即便经交警部门认定，肇事货车一方和客车一方对损害存在不同的份额，但为对

受害人进行特殊保护、考虑到交通事故致害的整体性，也可以让双方对死者承担连带责

任”。(20) 相反，如果在客观或事实层面为整体性损害，但是从法律角度应被认定为不同的

因果关系的，则不构成同一损害，应予分别归责。例如，连续发生的多船碰撞，若第一次

碰撞并未造成后续的紧迫局面，或虽造成紧迫局面但通过良好的船艺和谨慎的处置可以

避免的，则应认定为两次独立的碰撞。(21)

3. 后续损害

后续损害以后续医疗费为典型，是基于同一侵害在事后又发生的损害，如在致人伤

残的情形中的“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

费”。后续损害不同于法定标准外的损害，后者的侵害事实已经确定发生并已按照法定

标准赔偿完毕，但是基于某种原因原用标准不足以全面赔偿而须另行赔偿（例如，身体

(18) 参见王亚新、陈杭平、刘君博：《中国民事诉讼法重点讲义》（第 2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8 页。

(19) 参见“姚友民与东台市城市管理局、东台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公共道路妨碍通行责任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2015 年第 1 期，第 44-48 页。

(20)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 19 号，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发布第五批指导性案例的通知》（法〔2013〕241 号）。

(21) 参见《宁波海事法院船舶碰撞、触碰损害责任纠纷审判状况（2011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2016 年 12 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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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残者于 20 年后主张收入损失）。(22) 后续损害并非连续损害，因其和前期损害均归因于

同一侵害，而非不同的连续侵害。(23) 无论在损害类型还是损害范围上，后续损害都未超

出当事人的合理预见，仍处于相当因果关系的射程范围内，尽管预见程度可以存在差别。

其中，当预见程度较低，后续损害和前期损害的整体性较差时，可以待实际发生后续损害

后另行请求、诉讼时再予赔偿；否则，可以将医疗证明或者鉴定结论所确定的必然产生的

费用，与已经产生的医疗费一并赔偿。

4. 后发损害

在“李某东诉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医疗侵权纠纷案”中，李某东因在中大医院接

受输血治疗感染丙型肝炎，在医疗侵权之诉中已获得全部赔偿，后又罹患儿童精神分裂

症。法院认定此案存在后续损害，按照后续损害给予赔偿。事实上，这并非后续损害而

是后发损害。“后发”强调新发生的损害，而所谓“后续”乃接续发生的损害。两者虽

然都可以归因于已经发生的侵害，但是因果关系的类型或因果关联的远近程度不同：后

续损害与既发侵害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仍可为当事人合理预见；而后发损害与既发

侵害之间仅仅存在间接因果关系，已经超出了当事人的合理预见，不在相当因果关系的

射程范围内。在前述案件中，“李某东患丙肝是其罹患儿童精神分裂症的诱发因素之

一”，中大医院的输血行为和精神分裂症这一后果间只是存在间接因果关系。(24)后发损害

既为新生损害，可产生新的请求权，诉讼时效重新计算，完全可以另行起诉。(25)

后发损害包括两种情形：其一，侵害发生后新发生的完全不同于已发生损害之新类

型损害。前述输血致害案件中受害人先患丙肝，后又罹患精神分裂症，为此典型。后发

损害在环境污染侵害中比较常见，例如，患者先是出现皮肤病，数年后患者体内潜伏的有

毒物质不断累聚，又引发新疾病乃至于伤亡。(26) 另外，由于诊断水平与技术手段限制，侵

害当时已经发生但事后新发现的损害结果也可归于此列。其二，在原来损害的基础上出

现的超出合理预见的加重损害。例如，受害人先是健康受损并已获得残疾补偿金，后健

康恶化而死亡。双方对侵权损害赔偿达成了调解协议并已履行完毕，后伤情加重、伤残

等级提高。(27) 此外，加重损害也可以表现为手术治疗康复后因再次发病产生的二次手术。

由上可见，框架请求权建立在整体性生活事实的基础上，实现了以一个请求权统揽

即时损害、后续损害、连续损害、后发损害的目的，回答了“一次损害只产生一次救济”

的含义。尽管由此产生的框架请求权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的特点，但是，其明显有利于

受害人以此为依托在一个诉讼中实现全面救济，降低诉累。按照即时损害、连续损害、后

续损害、后发损害的顺序，损害逐渐超出因果关系的射程范围或当事人的合理预见。

(2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14 号）第 19 条。

(23) 后续损害也被笼统称为“未来损害”，但是仅仅用“未来损害”一语无法区分后续损害和后发损害。

(24)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苏民再终 0002 号民事判决书。

(25) 参见刘干：《以判决隐含的事实起诉构成重复起诉》，载《人民司法（案例）》2017 年第 35 期，第 65 页。

(26) 参见前注 ⑥，海因茨·雷伊书，第 66-67 页。

(27) 参见戈光应、何嵘：《调解协议履行完毕后伤残等级发生改变的处理》，载《人民司法》 2012 年第 14 期，第 7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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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身损害赔偿具体请求权与项目请求权

（一）人身损害赔偿的独特性

尽管人身损害与财产损害作为损害的基础性分类，可以适用统一的框架请求权，但

无论是从构成要件还是法律效果看，人身损害时常需要适用特别规范，因而与财产损害

对应不同的具体请求权。(28)

1. 人身损害赔偿构成要件的独特性 
首先，人身损害的致害机理复杂，受损进程不如财产损害直观，时常须适用特殊判断

规则。其一，人身损害赔偿因果关系更加依赖推定。在一车祸纠纷中，法官认为“由于

人的生物性特征，无法确定两次事故对于死亡的原因力，故只能推定各占 50%。但对于

受害人车辆损失，根据碰撞痕迹及对于事故的陈述、相应照片，可以判断出第一次追尾事

故中车辆碰撞程度较第二次追尾事故中车辆碰撞程度严重……”(29)其二，人身权益在价值

位阶上优越于财产权益，对其归责也应相对宽松，(30)涉及人身损害的假想因果关系不可排

除对直接侵权人的归责。例如，纵无加害行为，被害人亦将于未来死亡，但殡葬费仍应由

具有真正因果关系的加害人赔偿，而不适用假想因果关系由继承人承担。(31)

其次，人身损害赔偿的免责事由比较严格。例如，为优越保护人身权益，法律规定免

除人身损害责任的免责条款一律无效；而在财产损害赔偿情形，仅对于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致害的情况，免责条款才归于无效（《民法典》第 506 条）。再如，法律对财产损害的

受害人同意持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同意行为可以直接适用法律行为关于行为能力、意

思表示、标的等的规定，而针对人身权益的受害人同意则无此适用通道（例如，未成年人

并不具备同意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的能力）。此外，为防止人身损害而侵害他人财产权益

的情形更容易成立紧急避险。在自助行为中，法律明确承认受害人有权采取扣押侵权人

财产的措施，而对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则持谨慎态度（《民法典》第 1177 条）。

2. 人身损害赔偿法律效果的独特性

一是在多数人侵权中，对人身损害更容易适用连带责任。例如，两船互有过失发生

碰撞造成财产损害的须承担按份责任，而对人身伤亡却适用连带责任。(32) 雇员在从事雇

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的，发包人、分包人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但是，造成财产损害的则仅导致按份责任。(33) 二是在高度危险责任中，法律对人身、

(28) 关于法国法上两类请求权的体系区分，参见李世刚：《人身损害救济规则体系化的法国经验及启示——以法国两部学

者草案为基础的比较研究》，载《东方法学》2017 年第 2 期。

(29) 戴顺娟：《多车事故中人身损害与财产损害的责任比例应分别确定》，载《人民司法（案例）》2017 年第 26 期，第 93 页。

(30) 参见叶金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展开》，载《中国法学》2008 年第 1 期，第 44 页。

(31) 参见叶新民：《侵害生命法益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以德国法为中心》，载《静宜法学》2017 年第 6 期，第 183 页。

(32) 参见司玉琢：《侵权法的发展对船舶碰撞法律制度的影响》，载《中国海商法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25 页。

(3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14 号）第 11 条第 2 款；

典型案例参见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辽 02 民终 7387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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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损害设定了不同的最高限额；一般而言，人身损害赔偿的责任限额较高。三是人

身损害赔偿的责任实现方式具有专属性、单一性。精神损害赔偿具有专属性、不得被继

承或代位主张，而财产损害不具有专属性，即便是死亡赔偿金也可参照遗产分配规则处

理。(34) 四是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具有特殊性。比较法上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最长

保护期间远超过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35) 且人身损害经常出现潜在、后续损害，可以适用

不同的诉讼时效起算点；而财产损害比较容易从物理外观上判断，起算点往往是统一的。

总之，人身损害与财产损害虽然可以在外表上组成整体性生活事实，但也可能对应

着差异化的责任规范，因而不可一体对待。这不仅仅表现为请求权及其规范的差别；还

将影响诉讼上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诉讼标的、要不要诉讼合并等问题。

如何克服框架请求权的模糊性、不确定性？最直接的应对之道是依靠具体请求权和

项目请求权明确其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

（二）具体请求权

具体请求权是保护特定客体、存在具体请求范围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具体请求权主要发生于侵害具体权利的情形。例如，具体人格权不同于一般

人格权，其客体往往具有比较清晰的权利边界，对应着相对明确的赔偿请求数额。一方

面，具体请求权在现行法中具有核心地位，应为权利法所确认并提供专门救济，如有缺失

则构成法律漏洞；另一方面，其学理得到了充分研究和积淀，其构成要件、法律效果、基本

类型都已形成明确的法理教义或基本共识。

第二，具体请求权对应着明确的请求权基础。人们习惯于区分责任成立和责任范

围，分别对应“主要规范”（《民法典》第 1165 条）和“辅助规范”（《民法典》第 1179、
1184 条），以为只有“主要规范”才属于请求权基础，(36) 至于“辅助规范”则无多大决定

作用。其实，两者并非确凿无疑、截然对立：责任成立规范并不能脱离责任范围规范，否

则，只能面对宽泛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对应着框架性请求权，而无法确定具体请求之

客体或范围；责任范围规范也不能脱离责任成立规范，而自然应该包含责任成立规范，在

这一意义上，《民法典》第 1179、1184 条是建立在一般条款基础上的“主要规范”。

第三，具体请求权要求确定的要件事实。生活事实并非一步到位直接飞跃至法律规

范，而须被加工生成要件事实，再经过反复试错始能完成涵摄。(37) 要件事实是“该当于作

为裁判依据的民法诸要件的具体事实”。(38) 具体而言，一是要件事实要求用专业术语规范

表达生活现象，以助力于判断是否满足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是否存在免责事由。例如，如

果因正当防卫而撞断他人腿骨，并不导致侵权责任；而如果经营场所违反安全保障义务

(34)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参阅案例 14 号（2021 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苏民申 2788 号民事裁定书。

(35) 参见［奥］海尔穆特·库齐奥：《侵权责任法的基本问题（第一卷）：德语国家的视角》，朱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22、328 页。

(36) 参见吴香香：《请求权基础：方法、体系与实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6 页。

(37) Vgl. Andreas Heinemann, Übungen im Bügerlichen Recht, Aufl. 2008, S.18.
(38) 参见［日］伊藤滋夫：《要件事实的基础——民事司法裁判结构》，许可、［日］小林正弘译，法律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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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消费者摔断腿骨，则须承担侵权责任。二是要件事实瞄准了法律适用而具有相当的

规范属性。损害可能和因果关系、行为的违法性等要件重叠、交叉、模糊不清。例如，损

害认定中包含着因果关系判断，由于连续损害、后续损害的因果关系具有整体性，故可予

以一体救济；人身损害认定中也叠加着法律评价因素，杂糅着行为违法性判断，体现出

可救济性，其典型如只有超出适当容忍限度的名誉损害才能获得侵权救济。三是要件事

实减省了和救济无关的细节，聚焦于人身损害的法定类型、具体项目，最终明确了请求内

容、证实了损害的可救济性。要件事实贯通了实体法和程序法，成为证明对象并由当事

人承担举证责任。(39) 四是人身损害的项目既可以是纯然的事实样态（如医疗费），又可以

表现为法律构造物（如死亡赔偿金）。当其作为法律构造产物时就更加离不开法律评价。

法律评价既使人身损害赔偿变为可能，也使人身损害赔偿具有不确定性。

表现在法律规范中的要件事实具有语义上的宽窄之分、逻辑上的上下位关系，如

“损害—人身损害—死亡赔偿金”，语义越宽泛或越居于上位，要件事实越具有不确定性，

所组成的法律规范也越具有一般性。在归责时，法官应尽可能选择具体的请求权基础而

不得贸然适用一般条款，否则不仅无法得出具体的科学结论，也将助长“向一般条款逃

逸”之流弊。具体的请求权基础可以是一般法也可以是特别法。不同法律所规定的具

体请求权及其项目可能存在差别，不能径行按照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而排除一般法的适

用。例如，工伤保险赔付和《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不同，此时需

要结合立法目的、全面保护受害人之需要整合适用特别法和一般法。(40)

此外，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认为，精神损害赔偿只是人身损害赔偿的组成部分，并不

会产生独立的请求权。(41) 笔者不赞成这一观点，精神损害赔偿完全应当成立独立的请求

权，对应独立的请求权基础，而无须回溯适用侵权损害赔偿一般条款。理由为：其一，针

对部分精神损害赔偿已形成专门化的法律制度，人们也早已习惯承认其构成独立的请求

权。例如，离婚中的精神损害（《民法典》第 1091 条）、侵害财物的精神损害（《民法典》

第 1183 条第 2 款）、违约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民法典》第 996 条）等。有的虽无明确

法律规定（如第三人休克损害），但是学理教义和比较法上均承认为独立的制度。其二，

精神损害赔偿具有独特的法政策基础 (42) 和构成要件，无须直接适用过错责任一般条款。

按照《民法典》第 1183 条，精神损害赔偿有以下特征：主体限定为自然人，法人无法寻

求精神损害赔偿；须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保护客体原则上限于人身权益。

（三）项目请求权

项目请求权是以人身损害不同项目为赔偿对象的请求权。项目请求权在“赔什么”

(39) 参见胡学军：《在“生活事实”与“法律要件”之间：证明责任分配对象的误识与回归》，载《中国法学》2019 年第

2 期，第 239 页。

(40)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第 3 版）， 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822 页。

(41) 参见王泽鉴：《非财产上损害的金钱赔偿——慰抚金》，载《法令月刊》2016 年第 2 期，第 4 页。

(42) 非金钱损失的本质特征是消除支付预防的意愿和支付赔偿（保险）的意愿之间的近似等价性。See John E. Calfee & 
Paul H. Rubin, Some Implications of Damage Payments for Nonpecuniary Losses,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21:371, 
p.371-411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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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事实意义的损害）和“怎么赔”（方法或范围、法律意义的损害）之间建立起连接，

通过此，可最终实现损害赔偿。权利及其客体越具体越容易项目化，这在财产损害赔偿

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侵害机动车造成毁损的，项目包括维修费、车载物品损失、车

辆施救费用；车辆灭失的，应赔偿车辆重置费用；经营性车辆的，应赔偿合理停运损失；

非经营性车辆的，应支付替代性交通工具费用。(43) 而所侵害的权利越抽象，就越难以项目

化，尤其是人身权益又专属于主体自身，不具备可交易性，更是存在评价难题。以侵害生

命健康权导致死亡伤残为例，法律无法对死伤进行等价赔偿，而只能在赔偿客体、赔偿标

准上进行转换，但这在客观上形成了赔偿递减的不等式。(44) 这虽是法律上退而求其次的

无奈选择，但也为在法律规定之外主张特殊项目的损害赔偿留有余地。

1. 基于项目化而在赔偿客体上的转换

（1）间接损失说认为死伤本身不可赔偿，而侵权人实际赔偿的无非是死伤引发的间

接损失，包括死者的可得收入、近亲属的继承利益损失、被扶养人生活费等。(45) 不同的间

接损失从不同角度证立了死亡赔偿的正当性，并可以互相解释、整合并用。例如，之所以

应该赔偿可得收入损失，是因为若不赔偿将导致近亲属的继承利益丧失；而赔偿了可得

收入也就支付了被扶养人生活费。也正是因此，为避免重复赔偿，被扶养人生活费应计

入死伤赔偿金而无须再行赔偿。（2）直接损失说认为侵害健康权或生命权的结果是死

伤本身，死伤是人身损害赔偿的客体，属于事实意义上的损害。生命健康可以抽象化为

劳动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等，按照能力之减损建立伤残等级足以标识健康损害。(46) 在此基

础上，再按照因果关系确立结果损害，采取差额说确立受害人的总体财产或利益之减少，

以覆盖无穷大的人身价值、平等的人格尊严。(47)

笔者认为，间接损失说试图通过间接损失赔偿死伤，将事实上的损害和法律上的损

害混为一谈，也混淆了人身损害赔偿客体与赔偿方法或范围，最终降低了死伤赔偿标准，

无法实现全面赔偿。直接损失说以死伤为赔偿客体，区分事实上的损害和法律上的损害，

通过能力丧失赔偿死伤并建立科学分级使损害救济更加客观、简明，这些都有效克服了

间接损失说之不足。不过，人格权益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不能简单归纳为劳动能力等，

而且死伤和能力丧失并不能直接画等号，因此，直接损失说也不能实现全面赔偿。

2. 基于项目化而在赔偿标准上的转换

死伤赔偿等式的另一端可分为多样化的赔偿项目，其中，各类费用支出与未来可得

利益损失为一般项目；特殊项目则包括死亡赔偿金、残疾补偿金、丧葬费、残疾辅助器具

费等。由于就每一具体事例进行详细计算并预测其将来既不可能亦无必要，故各项目多

(43)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7 号）第 12 条。

(44) See Neil K. Komesar,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Personal Injury Loss,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3:457, p.457 (1974). 
(45) 参见前注 ⑮，王泽鉴书， 第 134 页。

(46) 参见［日］吉村良一：《日本侵权行为法》（原书第 4 版），张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68 页。

(47) 参见王千维：《民法第二百十三条第三项之增列，对于物以及人格法益损害赔偿方法理念之影响》，载《中正大学法学

集刊》2005 年第 18 期， 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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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法定计算方式和标准，如参照过去收入以平均寿命计算死伤损失。然而，自然人的

收入水平并不固定且往往具有相当的增长空间，以过去收入为标准计算死伤赔偿将难以

实现对未来的变通，也不能满足全面赔偿的要求。为此，有的国家承认若受害人的工资

增长具有相当的盖然性，则可以适当提高赔偿标准。(48) 更严重的问题是，按照不同标准计

算死伤赔偿会造成城乡差别，违反平等原则。对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几度修改人身损

害赔偿司法解释，最终建立了城乡统一、客观固定的赔偿标准。(49) 惟须指出，这一做法虽

然顾及了国内赔偿标准的客观统一，但仍未彻底实现中外一致；(50) 此外，死亡赔偿标准仍

然较低，导致残疾赔偿的最终额度反而比死亡赔偿更高，这就可能诱发反道德行为，使本

来的重伤行为演变为故意杀人。(51)

当无法举证或认定损害项目时，法律可能会对死伤作出总体性评价，给出最低限额

的概括性赔偿。(52) 藉此既可避免因为适用不同标准而导致受害人差别待遇，(53) 实现人类

平等与个人尊严；也可以降低赔偿成本，有利于加害人尽早恢复平常生活。当然，此举明

显不利于充分考量受害人或其近亲属的具体情况，可能导致受害人不能获得足额赔偿。(54)

3. 项目请求权的独立性

尽管不同的项目汇总成一个整体，可以在法律上支撑起具体请求权。但是，不能否

认每个项目自身也存在特定的构成要件和赔偿标准，当事人须承担具体举证责任，对应

着独立的请求权。(55) 承认项目请求权的独立性，建立项目损害的微观起点，将有利于确立

合理的评价标准和赔偿范围，以兼顾规范逻辑和现实考量、赔偿秩序和个案正义。虽然

各项目请求权的原初目的是填补特定的项目，难免个别性和人身专属性，但由于人身损

害赔偿普遍采取金钱赔偿的方式，其特定赔偿目的被淡化和客观化，若片面强调其专属

性，不仅会背离金钱赔偿之固有属性，也不利于项目请求权的全面履行。从此意义出发，

笔者主张项目请求权应可被单独履行、转让、抵销、放弃或和解。当相关项目本应由侵权

人支付，而侵权人未予支付时，支付该费用的第三方就可以该项目为基础产生独立的、完

整的追偿权。(56) 实际上，凡支付被侵权人医疗费的人都应当有权向侵权人请求赔偿，被

侵权人死亡与否都不影响无因管理之债的成立。被侵权人自己支付医疗费的，也有权请

(48) See Eric A. Posner & Cass R. Sunstein, Dollar and Death,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Vol.72:537, p.537 (2005).
(4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14 号）。

(50)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粤高法发〔1996〕15
号）第 32 条。

(51) 参见吴萍：《人身损害赔偿的理念与标准》，载《法学》2003 年第 12 期，第 77 页。

(52) 参见张新宝、明俊：《空难概括死亡赔偿金性质及相关问题》，载《法学研究》2005 年第 1 期，第 147 页。

(53) 参见前注 ㊻，吉村良一书，第 68 页。

(54) See Olivier Moréteau, France: French Tort Law in the Light of European Harmonization, Journal of Civil Law Studies, 
Vol.6:759, p.781 (2013).

(5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14 号）第 6-17 条。

(56) 参见《2021 年度上海法院金融商事审判十大案例》，案例 9，“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医疗费后可向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

任的机构追偿——甲医疗保障管理中心与乙医院追偿权纠纷一案”，载澎湃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
forward_ 19316553，2024 年 11 月 4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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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侵权人赔偿。由于“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

务人之日起计算”（《民法典》第 188 条第 2 款），所谓“权利受到损害”应该具体到各

个项目才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项目请求权可以单独因为被主张、抵销、和解、放弃等而

发生时效中断。

每一项目也可进一步派生下位项目群，例如，因伤到外地看医生将产生额外的交通

费；(57) 因伤护理而产生护理费，而护理人为往返受害人住址又产生交通费等。承认项目对

应独立的请求权有助于围绕项目之目的、因果关系远近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也有利于

整体化解决项目群的赔偿总额问题。要件事实是剪裁生活事实以规范运作的产物，而通

过证据认定的事实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趋近要件事实，更加不能揭示生活事实的全貌。

例如，医药费单据是证据事实，医药费损失是项目事实，人身损害之发生则可构成要件事

实，光是“有医疗费单据”与“查清是何等侵害”之间就还有相当长的距离。如果说整

体性生活事实、要件事实分别对应框架请求权、具体请求权，则证据事实证明了损害类型

或项目的存在，进一步支撑了要件事实的成立。

值得强调的是，具体请求权、项目请求权都以损害分类或分项为基础，首先是事实问

题（如医药费、交通费），但绝对不是纯粹的事实问题。为确立项目请求权、建立赔偿等

式，不得不对损害进行评价，评价的方式以及结果可能存在差别，此类相关工作更多地属

于法律问题。具体请求权要有明晰的客体，由此进行的分类（如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和

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固然肇始于事实差异，较多依赖权利及其物理客体，偏向于事实

问题；但是，其适用的责任规范却同样可能存在差异，构成重要的法律问题。由此而论，

不能说项目请求权机械相加就等于具体请求权，具体请求权合起来就是框架请求权，这

涉及三级请求权的整合问题。

四、三级请求权的整合

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存在“框架—具体—项目”三级分化，三级请求权相互之间关

联紧密，须进行体系整合。这一整合作业又可以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展开。

（一）三级请求权的实体整合

三级请求权可以按照“原理—手段”“整体—局部”“优先—劣后”关系进行实体

整合，这一整合理顺了不同请求权之间的关系，使请求权既多元并存又构成有机整体，不

至于互相冲突，从实体上提高了三级请求权的可操作性。

1.“原理—手段”关系

三级请求权之间存在原理及为实现原理的手段关系，居于原理地位的请求权具有更

充分的正当性。谷口安平从全法域视角，基于权利之间的证成法则把权利分为三个层次：

(57) 参见［德］埃尔温·多伊奇、［德］汉斯 - 于尔根·阿伦斯：《德国侵权法——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及痛苦抚慰金》（原

书第 5 版），叶名怡、温大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217 页。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中国法学 2024 年第 6 期

58

居于上位的是宪法权利或自然权利，其属于原理性概念、背景性权利，是制约法官的既定

条件，无须通过诉讼再证成；居于中间的是依托该原理而得到承认的具体权利；居于下

层的是为了保护具体权利而设置的手段性权利，基于手段性权利也能推定成立具体性权

利。德国学者萨维尼、埃塞尔及日本学者奥田昌道等从民法视角关注权利之间的“原

理—手段”关系，认为物权请求权、债权请求权都是手段权，目的是保护不动产所有权或

债权，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财产价值。(58) 具有原理意义、第一位的是绝对权和债之关系，

具体的请求权是具有辅助功能、第二位的权利。(59)

“原理—手段”是请求权之间普遍存在的结构关系，可存在于不同部门的权利或同

一部门的权利之间。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原理—手段”关系有三个层次：框架请求

权奠定了整个损害赔偿的原理基础和适用背景，可将法律适用导向侵权责任一般条款，

具有统揽、派生具体请求权的作用，其下会发生具体请求权、项目请求权。框架性请求权

（侵权一般条款）需要死伤损害赔偿请求权、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具体性法律规则）的

支撑、证明。项目请求权（项目赔偿规则）是基层的技术权利，支撑和证明具体请求权

（具体性法律规则）。框架请求权既要关注权利的静态享有，又要具体到权利的动态行使。

框架性请求权中蕴含的原理及其对具体或项目请求权之行使的要求主要体现如下：

（1）兼顾规范逻辑和现实考量。人身损害的具体化、项目化既要遵循规范逻辑也要

符合现实考量，当二者发生冲突时，现实考量通常占据上风。(60) 严格拘泥于规范逻辑虽有

利于满足形式理性的要求，但却可能矫枉过正、损及实质理性，导致许多项目损害将不具

有可补救性：关于死亡赔偿，如果采取直接损害说，则受害人将因主体消灭而不享有请求

权，加害人无须对死亡进行赔偿；如果采取间接损害说，当死者无近亲属或赔偿权利人不

明时，也不应进行死亡赔偿。关于丧葬费，按照人伦观念，该费用与致害行为无关，须由

死者近亲属承担。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既然死亡赔偿金是未来可得收入，而该收入中

的一部分应该用于扶养他人，则应将被扶养人生活费纳入死亡赔偿金而不再重复计算。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被害人是立即死亡还是经过一段时间才死亡直接决定有无精神损害

赔偿，只有在后一情形中才应赔偿被害人的精神痛苦。关于伤残赔偿，如果受害人是有

精神疾病的无劳动能力人或没有工作，就不须赔偿误工费，(61) 也没有必要给付残疾赔偿

金。(62) 如果受害人由家属照顾而未实际支出看护费，被害人也不得就此请求损害赔偿。

实践中，只有突破不合理的逻辑限制，充分赔偿死伤、尊重现实支出或费用，才能尽

量填补人身价值损失，实现利益均衡。即便没有赔偿权利人或权利人不明，也应予以死

亡赔偿，此时，可由社会救助基金或公益组织行使请求权。应在死亡赔偿金之外另计算

被扶养人的生活费，否则会降低死亡赔偿总额，忽视被扶养人的基本救济权。无论受害

(58) 参见［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补本）》，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53 页。

(59) 参见金晶：《请求权基础思维：案例研习的法教义学“引擎”》，载《政治与法律》2021 年第 3 期，第 93 页。

(60) See R.W.M. Dias & G.B.J. Hughes, Jurisprudence, Butterworth & Co., Ltd., 1957, p.478.
(6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2〕14 号）第 7 条；张永平、

周宏：《人身损害赔偿中误工费的认定和计算》，载《人民司法（应用）》2017 年第 10 期，第 54-56 页。

(62) 参见黄贤宏、蔡惠娜、莫爱萍：《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审理难点》，载《人民司法》2013 年第 21 期，第 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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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无固定收入，无论是否由家属担任看护人，都要赔偿误工费或看护费。无劳动能力

者遭受人身伤害的，不得否定其残疾赔偿金，以免违反平等原则构成歧视。

（2）兼顾权益保障和秩序维持。保护受害人权益是人身损害赔偿的首要目标，在此

基础上针对个体受害人的损害赔偿也将兼顾社会一般保护，形成良性法律秩序。反之，

考虑如何维护秩序也会有利于实现保护个人权益：一是基于秩序的视野以客观标准确定

损害既有利于建立起统一的损害赔偿秩序、实现平等的救济，又能有效限制法官自由裁

量权、提高案件解决效率。既然是客观标准，就不管被害人生前是否已经主张精神损害，

都应该承认并单列精神损害赔偿，并应肯定其可继承性。二是人身受损、出现死伤将引

发社会关系异动，产生多方主体的损失，所作赔偿必须兼顾保护间接受害人，以维护社会

秩序。三是基于秩序维持的需求，可以修正不正确的“不当得利”观念，使人身损害赔

偿更为公平。例如，即便对享有退休金生活有保障者也应该给付扶养费，否则，政策福利

上的支持反而会成为减轻加害人责任的理由。

概言之，框架性请求权蕴含着多元的相互冲突的原理或价值，这些原理不以前文所

列为限，也未必得到法律的明文规定，却反映了社会现实，需要在实务上予以理顺。

2.“整体—局部”关系

三级请求权基于共同的侵害事实而产生，具体请求权总括了基于项目的请求权，又

支撑着框架请求权，由此，形成了逻辑上、功能上的整体，因而在权利的发生、行使上须予

以整体协调。(63) 例如，原则上应从框架性请求权发生时起对三级请求权统一起算诉讼时

效。再如，死亡赔偿请求权是近亲属共有共享的统一请求权，不能因近亲属人数的多寡

而影响死亡赔偿数额；部分请求权人明确表示放弃权利的，不应对赔偿数额产生影响。(64)

立足于“整体—局部”的关系，实务上在行使具体请求权或项目请求权时还要注意：

（1）未被具体请求权覆盖的损害或项目外的损害也可以获得赔偿。一般认为，凡是

没有明确规定的费用就不予赔偿，(65)所有的可赔偿项目简单叠加就等于人身损害之全部。

其实不然，对民事权益整体不应适用法定主义，未被具体请求权覆盖的损害也可以获得

赔偿。事实上，法律对什么是可赔偿损害的判断本身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中，(66) 法律无法穷

尽所有赔偿项目，项目外的损害原则上也可以获得赔偿 (67)。我国《民法典》在列举人身损

害赔偿具体项目之外还明确使用“等”字，以使损害项目保持开放。对法律未明确列举

的项目，值得研究的还有：其一，被扶养人是残疾人时的定期特殊护理费。有观点认为其

不是法定赔偿项目，不应赔偿；另一观点认为，被扶养人护理费属于“其他合理费用”，应

予以赔偿。笔者赞成后一观点，被扶养人护理费与被扶养人生活费不构成重复赔偿：前

(63) 参见前注 ⑯，迪特尔·施瓦布书，第 147 页。

(64) 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死亡赔偿制度解读》，载《中国法学》2010 年第 3 期，第 32 页。

(65) 例如，有法院判决，“病历复印费 697 元，非系本案合理费用，法院不予支持。”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2）
京 01 民终 3381 号民事判决书。

(66) See Mauro Bussani & Marta Infantino, Tort Law and Legal Cultur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63:77,  
p.107 (2015).

(67) 参见前注 ⑥，海因茨·雷伊书，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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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针对特殊被扶养主体而支出或应支出的特殊费用；后者是为了满足被扶养人衣食住

行的日常生活需求所设定，是一种普遍性规定。(68) 其二，人工生育费用。如果原告因侵权

丧失生育能力已经获得残疾赔偿金，后原告接受人工生殖技术治疗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属

于增加生活需要所发生的现有财产的积极减少。两者填补的对象不同，不存在包含与被

包含的关系，均应得到赔偿。(69) 其三，近亲属探视费用。因为遭受人身损害而住院治疗

的，近亲属前往医院探视为恢复被害人健康所必要，所支出的交通、住宿等相关费用应由

加害人赔偿。(70)值得强调的是，以上仅是立足“整体—局部”视角，列举讨论了几个特殊

项目的可赔偿性，这并不意味着凡是特殊项目都可赔偿、都应该全部赔偿。可赔偿性涉

及复杂的法律政策，须充分考虑损害赔偿的现实，兼顾个人权益保护和秩序维护等。

（2）不同项目请求权或具体请求权之间的体系关联。不同项目请求权或不同的具

体请求权之间是孤立的，还是存在体系关联？一般而言，不同的项目请求权在时间预设

上相互孤立，不产生影响。例如，受害人 75 周岁以上的死亡赔偿金按 5 年计算。这里预

设的是受害人只有 5 年的生存年限，只需赔偿 5 年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不过，对于受害人

生前扶养的 60 周岁以下、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人的生活费，却又应该计算 20
年而非 5 年。(71) 但是，在损害赔偿的总额上，不同的请求权可以相互影响，因而又应承认

存在体系关联。例如，在确定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时，要注意被扶养人生活费与残疾赔

偿金、死亡赔偿金的一致性。(72) 如果被扶养人生活费给付数额较低，就需要再规定死亡赔

偿金，并对死亡赔偿金采继承丧失说，以弥补被扶养人生活费的不足。(73)

应予强调的是，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害赔偿存在紧密关联。一是当财产损害赔偿

数额较低时可以提高精神损害赔偿，以实现人格平等、努力趋近全面赔偿。例如，在退休

人士遇害身亡的场合，因预期的平均余命不长，即使有受扶养者，其所能提供的扶养利益

亦相对较少，赔偿额度自然不高。但是，其家属或遗产管理人可以取得较高的非财产上

的损害赔偿，以获得平衡。(74)二是承认财产损害和人身损害的正相关关系。严重的财产

损害后果可以成为评判严重人身损害后果的重要参考因素，相应地可以提高精神损害赔

偿金额。正因如此，侵害非物质性人格权的民事责任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主，而认定其民

事责任时应当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

后果等因素（《民法典》第 998 条），而此处的行为“方式”“后果”等因素均涉及财产

损失。(75) 有的立法，如《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

(68) 参见赵应军：《死者亲属主张被扶养人护理费能否支持》，载《人民法院报》2016 年 3 月 24 日，第 7 版。

(69) 参见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 06 民终 934 号民事判决书。

(70) 参见前注 ⑮，王泽鉴书， 第 143 页。

(71)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沪民一终 1567 号民事判决书。

(72) 参见程新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2015 年 12 月 24 日在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

工作会议上。

(73) 参见前注 ，张新宝、明俊文，第 144 页。

(74) 参见郭冠甫：《以美国法观点论侵害生命法益之民事损害赔偿问题》，载《静宜法学》2017 年第 6 期，第 219 页。

(75)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7 号）第 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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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解释》第 8 条，甚至直接承认精神损害赔偿数额和人身损害的比例关系。

3.“优先—劣后”关系

具体请求权之间并不平等，而存在价值轻重或效力优先位阶关系，对此本可以被救

济权益的可让与性为前提，参照共同的价值尺度进行比较。然而，人身权并不具备可让

与性，这也意味着其具有明显高于财产权益的权利位阶。具体而言：

其一，人身权益通常比财产权益重要，对其损害有必要予以优先救济。财产损害一

般是终局性损害，而人身损害往往是继续性损害。其二，人身损害归责较严，更应适用无

过错责任。无过错责任缘起于人身损害频发、伤害严重的交通事故、工伤赔偿等。在当代

社会中，人身权益面临更为严峻的风险，国家加大了保护公民人权的力度，立法者多扩张

无过错责任以强化保护人身权。(76) 其三，有的责任仅对人身损害进行救济而不及于财产

损害。例如，因高空抛物致害而又无法查明具体侵权人的，补偿范围仅限于人身损害而

不及于财产损害。(77)其四，有的制度对人身损害提供全面赔偿，包括直接损害、间接损害

和精神损害的赔偿，而对财产损害的赔偿主要限于直接损害赔偿。例如，《国家赔偿法》

第 36 条第 8 项规定：“对财产权造成损害的，按照直接损失给予赔偿”。但侵害人身权益

甚至造成死伤的，不限于支付医疗费、护理费等直接损失，还要赔偿误工费、死亡赔偿金

等间接损失以及精神损害（《国家赔偿法》第 34、35 条）。其五，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是

优先受偿权。当民事主体须承担公私法多种责任而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应优先承担民

事责任（《民法典》第 187 条）；当其财产不足以支付所有民事责任的，应优先用于人身

损害赔偿。例如，在船舶优先权中，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的顺序优先于财产损害（《海商法》

第 22、23 条）；在破产法中，人身损害赔偿也都居于优先顺位（《破产法》第 113 条）。

总之，抽象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存在“框架—具体—项目”三级划分，依赖具体

请求权或项目请求权的支撑，框架请求权可以发挥统摄救济的作用，而具体请求权和项

目请求权也在面向体系整合的意义上获得了独立。三级请求权具有复杂的结构关系，需

要在具体个案中进行体系整合，兼顾规范逻辑和现实考量、权益保障和秩序维持，按照

“整体和局部”“优先和劣后”的要求进行优化组合，理顺其内在关系。通过一些整合可

填补体系的漏洞，例如，关于项目可赔偿性的整合；通过一些整合可使体系更加清晰且具

正当性、可操作性，例如，基于“原理—手段”的整合。

（二）三级请求权的诉讼整合

从前文不难看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三级区分本身已包含着诉讼程序上的考量，例

如，承认框架请求权的重要目的就是在一次诉讼中解决全部纠纷。事实上，对三级请求

权的整合也必须最终落实到诉讼现实当中。(78) 这涉及民事诉讼制度的方方面面，例如，从

(76) See Jason N. E. Varuhas, A Tort-Based Approach to Damages under the Human Rights Act 1998, The Modern Law Review, 
Vol.72:750, p.765 (2009); Cees van Dam, EuropeanTort La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42.

(77) 参见曹险峰：《侵权法之法理与高空抛物规则》，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 年第 1 期，第 60 页。

(78) 关于损害赔偿和诉讼请求的关系，参见 Yotam Kaplan & Ittai Paldor, Social Justice and the Structure of the Litigation 
System,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Vol.101:469, p.469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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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权角度说，框架请求权所对应的是框架意义的诉权，可以用于启动诉讼、划分此诉与彼

诉的大致边界，进而确定诉讼系属；但是，仅仅有框架诉权还不够，若离开具体请求权所

对应的具体诉权，就无法让法院明确当事人的诉求，也就无法受理起诉。囿于篇幅，本文

无意系统研究损害赔偿请求权所对应的诉讼制度，仅试图“由点带面”揭示三级请求权

的诉讼整合。考虑到诉讼标的是“判决主文中作出判断的最小单位”，既可以贯通诉讼

变更、合并、既判力等制度，又可以和实体法上的请求权相呼应，故而为揭示三级请求权

的诉讼整合，诉讼标的可以成为恰当的切入点。

1. 单一诉讼标的理论应对三级请求权之不足

人们习惯于采取单一的界定标准，即要么是实体权利要么是事实关系等角度界定诉

讼标的，虽然足以呼应框架请求权或案件整体事实，却无法应对三级请求权体系，因而使

得诉讼关系过于笼统。旧实体法说认为诉讼标的就是实体请求权，通常所承认的只是框

架请求权，(79) 并须依利益差额来整体确定损害，所纯化出来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就是

金钱请求权，而无须对应具体致害原因。这有利于在诉讼上整体应对存在事实分化的损

害，但却不利于区分此诉与彼诉，甚至影响立案。诉讼系属后，框架请求权不变而具体请

求权、项目请求权发生变化的，不构成诉讼变更，不利于展示诉讼变化、开展诉讼管理以

及保护当事人的权利。诉讼法说不依赖实体权利而基于诉讼声明识别诉讼标的，又有一

分肢说、二分肢说之分。一分肢说试图完全凭借诉的声明确定诉讼标的，(80) 同样会遭遇具

体给付内容的判断难题，因而不得不再斟酌请求原因走向二分肢说。(81) 而按照二分肢说，

基于同一人身侵害的整体生活事实对应一个纠纷，不构成多个诉讼标的。既然只存在同

一事实关系，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就不会引起诉的本体变化，也不构成诉的变更或追加。

此时，没有在诉讼中提出过的具体请求权、项目请求权也将会被判决覆盖，既判力的遮断

范围过大，就会影响个案公正。

2. 从案由到诉讼标的分级

我国司法实践中的案由存在纵向十一个部分、横向四级的体系构造，基本涵盖了民

法典所涉及的民事纠纷案件类型。个案中，当事人按照合理选择适用案由，足以实现方

便诉讼管理的目的。一般认为，案由本质上不同于诉讼标的，只是一种诉讼管理制度，殊

不知，诉讼管理并非空穴来风，纵横交错的案由大致描述了请求的抽象程度，案由制度也

折射出了诉讼标的应予以分级的事实。(82) 诉讼标的的分级可以有效呼应请求权的分级。

(79) 参见严仁群：《教义学民事诉讼法之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8 页。

(80) 参见曹志勋：《民事立案程序中诉讼标的审查反思》，载《中国法学》2020 年第 1 期，第 286-292 页。

(81) 参见［日］山本克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民事诉讼法学的诉讼标的论争》，史明洲译，载《清华法学》2019
年第 6 期，第 12 页；曹志勋：《德国诉讼标的诉讼法说的传承与发展》，载《交大法学》2022 年第 3 期，第 25-26 页。

(82) 如物权纠纷（第一级案由）→所有权纠纷（第二级案由）→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第三级案由）→业主专有权纠

纷（第四级案由）。在第一级案由项下，细分为 54 类案由，作为第二级案由（以大写数字表示）；在第二级案由项下列

出了 473 个案由，作为第三级案由（以阿拉伯数字表示）。第三级案由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和广泛使用的案由。基于

审判工作指导、调研和司法统计的需要，在部分第三级案由项下又列出了 391 个第四级案由（以阿拉伯数字加圆括号

来表示）。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决定》（法〔2020〕34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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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框架请求权相对的是框架诉讼标的，对应着一揽子损害赔偿请求权，当事人只需在起

诉状中提出承担赔偿一定数额的财产损失等概括诉求。(83) 与具体请求权和项目请求权对

应的诉讼标的则须具体、明确，达到准确无误确定相对人义务之目的，以有利于得到法院

的支持。(84) 针对人身损害、财产损害可分别成立具体的诉讼标的，其中，因果关系、可赔偿

性、责任限额将决定诉讼标的的主体内容，直接影响诉讼标的能否实现。免责制度、损益

相抵为当事人提供了差异化的攻防手段或抗辩权，影响着诉讼标的之复杂程度。

诉讼标的之各种理论学说不仅提供了识别诉讼标的的标准，也提供了观察诉讼问题

的视角。其中，旧实体法说、诉讼法说的视角分别是法律（权利）、事实。新实体法说之

所以为“新”，是因为其采取统合式思路再造了法律或事实，主张尽管只有一项人身损害

的生活事实，但可以存在多项请求权基础，对应多项理念上的请求权。这些请求权可以

合并为单一的请求权，进行一体救济。(85) 深挖新实体法说的理论基础，可以发现三条可供

选择的解决路径：事实（构成要件）统合、法律（法律效果）统合，事实和法律全部规范

统合。考虑到事实和法律的密切关系，单独只统合事实或法律都会偏离既有的规范意旨、

破坏体系安定。比较法倾向于采纳“事实 + 法律”的全部统合，立足于“财产法秩序的

整体视角”，观察其是否足以兼顾公平、效率、平等等价值，并进行规范重整。(86) 诉讼标的

整合可以克服单单依赖实体法整合请求权之不足。如前所述，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存在

三级分化，在实体法上我们可以从“原理—手段”“整体—局部”“优先—劣后”等角度

对其进行整合，其结果虽然可以充分发挥框架请求权的统摄作用，但也极容易否定具体

请求权、项目请求权的独立性。这意味着实体上的整合会对实体体系形成过重冲击，产

生过高的制度成本。比较而言，更为妥当的是在程序法上借鉴“规范统合说”承认诉讼

标的的分级，再在诉讼上整合产生一项诉讼标的。(87)

3. 基于具体诉讼标的之既判力与重复起诉问题

所谓既判力指建立在确定判决上的法律拘束力。判决的基础是诉讼标的，诉讼标的

之具体分级和整体关联性也将对既判力产生直接影响。其中，存在整体关联的不同人身

损害可能会适用多数人侵权责任，多数人侵权之诉既可以整体按照共同当事人诉讼，也

可以分别诉讼，前诉对后诉存在不同程度的既判力，连带责任之诉中既判力的前后影响

最大。后续损害、后发损害可以构成新的诉讼，但前诉对其具有既判力，这主要表现在责

任构成、责任形态方面。(88)

违反既判力原则将导致法律拘束力的冲突，可能在源头上构成重复起诉，因而为

程序所禁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

(83) 参见张卫平：《诉讼请求变更的规制及法理》，载《政法论坛》2019 年第 6 期，第 63 页。 
(84) 参见王学棉：《“具体”的诉讼请求》，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 年第 2 期，第 146-147 页。

(85) 参见前注 ，曹志勋文，第 22 页。

(86) 参见［日］田山辉明：《日本侵权行为法》，顾祝轩、丁相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第 15 页。

(87) 参见前注 ㊻，吉村良一书，第 221-223 页。

(88) 参见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牡民终 410 号民事判决书；前注 ㉔，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苏

民再终 0002 号民事判决书。

北大法律信息网www.chinalawinfo.com/ 　北大法宝www.pkulaw.com/



中国法学 2024 年第 6 期

64

释〔2022〕11 号）第 247 条按照“三同说”标准（当事人相同、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

求相同或后诉的诉讼请求实质否定前诉裁判后果）判断后诉是否为重复起诉，既有诉讼

标的也有诉讼请求，看似多重标准足以避免挂一漏万，实际上标准不统一反而容易引发

判断上的混乱。其实，所谓重复起诉含义广泛，前后两诉之诉讼标的可能存在重叠、交叉

或者包含关系，问题的关键是采用何种诉讼标的。一个整体性生活事实通常只产生一个

框架诉讼标的，只需要从形式上就比较容易判断出是否构成重复起诉。相反，越是具体

的诉讼标的，就其是否存在重叠、交叉、包含关系越需要综合考虑实体、程序的诸要素，以

精准判断是否构成重复起诉。为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实务上通常灵活适用重复起诉的判

断，允许依具体诉讼标的另行裁判，其动向值得重视：（1）先主张医疗费用，在确定残疾

等级后又主张残疾补偿金及相关费用的，两诉的具体请求并不相同，不构成重复诉讼。(89)

（2）在违反旅游合同义务导致消费者人身损害的情形下，消费者有权先主张合同责任，

再在确定残疾等级后按照侵权主张残疾赔偿金。(90)（3）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双方达成调

解协议且已履行完毕，原告对调解协议未涉及的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另行请

求，该请求与原调解协议并无矛盾，法院应予受理。(91)

4. 针对具体诉讼标的之强制合并

从法律层面看，如果当事人可以同时主张多项具体请求权或项目请求权，此时无须

先启动诉讼合并，而应先进行请求权实体整合的前置筛查。就事实层面而言，对于侵害原

因一致且事实紧密结合而只能一体处理的，可以将其视为单一的请求权、一项诉讼标的，

当事人应一并提起请求，法院应合并审理。这在实务上主要涉及下列典型情形：（1）兼

及型侵害。以侵害名誉权、身体健康权等为主兼及侵害财产权的，诉讼案由可以只定为

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必须合并审理。(92) 在相邻纠纷中，行为人以侵害财产为目的

兼及对人身的侵害的，(93) 应合并审理。（2）事故型侵害。在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中，英国

有法院认为受害人先起诉要求赔偿财产损失，胜诉后再起诉要求人身损害赔偿的可构成

不同诉因，不属于重复起诉。我国也有学者认为，由于物质损害请求不同于人身伤害方

面的请求，而且后诉并未否定前诉的裁判，也不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94) 但是，可以

单独起诉不意味着在交通事故、海难事故等中不应当强制合并。考虑到针对同一事故法

院通常适用专门的调查程序、司法鉴定等，除非不合并审理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例如，

在人身损害对应于连带责任而财产损害对应于按份责任时），(95) 否则为降低程序成本、提

(89) 参见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 08 民终 2907 号民事判决书。

(90)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粤民终 861 号民事判决书。

(91) 参见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南民二终 449 号民事判决书。

(92) 参见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10）浦民一（民）初 13289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
锡民终 2254 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连民终 00819 号民事判决书。

(93) 参见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盐民终 02720 号民事判决书。

(94) 参见严仁群：《既判力客观范围之新进展》，载《中外法学》2017 年第 2 期，第 540 页。

(95) 参见许俊强：《一起船舶碰撞损害赔偿案》，载《中国海商法年刊》1997 年，第 388-3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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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纠纷解决效率、做到案结事了，应予强制合并。(96)（3）关于当事人可否在侵权诉讼之外

另案起诉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

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7 号，已被修改）第６条规定：“当事人在侵权诉讼

中没有提出精神损害的诉讼请求，在诉讼终结后又基于同一侵权事实另行起诉请求赔偿

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修改后的司法解释删除了这一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当事人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在侵权诉讼之外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实务中，就国

家赔偿，受害人在请求人身赔偿之同时应一并申请精神损害赔偿；(97) 就一般人身损害赔

偿，当事人已达成损害赔偿协议或法院已经作出生效判决或调解的，亦不得再行提起精

神损害赔偿。(98) 理由是，强制合并精神损害赔偿之诉和侵权诉讼有利于节约诉讼成本；将

精神损害转化为金钱需要大量的证据，而这些证据需要结合财产损害一并处理；(99)允许另

行起诉将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 (100) 及“禁止部分请求”的规定 (101)。基于此，在修改司

法解释后，法院也应依据原司法解释的规定，驳回再审原告另行起诉精神损害赔偿的主

张。(102) 当然，此种强制合并也存在例外，例如，如果诉讼终结后产生新的精神损害的，无须

强制合并或者一并申请。(103)

总之，诉讼标的存在的分级也要在诉讼实务中予以整合，实务上灵活适用重复起诉

的判断，允许当事人依具体诉讼标的另行裁判体现了程序包容的一面；而对兼及型、事故

型侵害、精神损害赔偿原则上应予强制合并，又实现了程序上紧缩的要求。

五、结 语

复杂案件中的人身损害赔偿存在请求权分级现象，难以“一步到位”地归责。回到

本文开头提及的复杂案例，乙遭受的整体性损害（总计 12.5 万元）可对应一项框架性请

求权，但其可区隔为即时损害（财产损害 5 万元 + 人身损害 5 万元 =10 万元）、连续损害、

后续损害（术后康复治疗费 2 万元 + 精神损害赔偿 0.5 万元 = 2.5 万元）、后发损害，这种

损害构造上的多样复杂性将加深框架请求权的模糊性、不确定性。损害的整体程度越高

（如案中的二次手术损害）就越可以整体归责；针对由不同加害人造成的连续损害，可按

照多数人侵权产生连带责任或按份责任。即时损害中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害可以构成具

体请求权，规范适用上有必要予以区别对待；人身损害中的各种项目及精神损害可以构

(96) 参见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商中民再 00003 号民事判决书。

(9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1〕3 号）

第 2 条。

(98) 参见湖北省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鄂 02 民终 1214 号民事判决书。

(99) See Stanley Ingber, Rethinking Intangible Injuries: A Focus on Remedy,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73:772, p.778 (1985).
(100) 参见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人民法院（2020）皖 0503 民初 1206 号民事裁定书。

(101) 参见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07 页。

(102) 参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辽民申 1694 号民事裁定书。

(103) 参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 02 民终 1184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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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项目请求权。具体请求权和项目请求权具有明确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是克服框架

请求权模糊性、不确定性最直接的应对之道。框架请求权不仅在个案中起到统领整体损

害的作用，还从功能上派生出具体请求权、项目请求权，由此形成的三级请求权既具备重

要的体系构造价值，也使实务疑难更富有可操作性。

三级请求权反映了法律的开放性，赋予了法官较高的裁量权，需要从实体和程序两

方面进行整合，以建立张弛有度的损害赔偿秩序。实体法上既要兼顾规范逻辑和现实考

量、权益保障和秩序维持，也要按照“整体和局部”“优先和劣后”的要求予以体系整合。

这里的整合可起到填补法律漏洞、澄清体系模糊的作用。诉讼标的也有框架和具体之分，

可以成为程序整合的恰当切入点。三级请求权的程序整合有利于克服实体整合对体系

的过重冲击，要在诉讼进程中动态地实现。实务上可以灵活适用重复起诉的判断，允许

依具体诉讼标的另行起诉或裁判，体现了程序包容的一面；而对兼及型、事故型侵害、精

神损害赔偿原则上应予强制合并，又实现了程序的紧缩要求。

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存在分级与整合问题，基本情形要比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简

单一些，本文的结论可以予以准用。例如，机动车交通事故中财产损害赔偿框架性请求

权存在如何统筹连续车祸损害、后续损害等情形；也可以派生出维修费、重置费用、停运

损失等具体请求权、项目请求权，项目请求权中也存在贬值损失是否应予赔偿的问题，同

样需要按照“整体—局部”的关系进行整合。

Abstract: In complex cases, the damage as a whole fact of personal injury may be divided 
into multiple stages, types and items. The right to claim compensation for personal inju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framework, specific, and project’. The framework right to claim 
is based on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ort liability and covers the overall facts of the damaged; 
The specific right to claim requires a clear object of infringement, essential facts and scope 
of compensation; The project right to claim takes the specific project of personal injury as 
the compensation object, and can derive the subordinate project group. The third-level right 
to claim can be optimized and integrated according to the relationship of ‘principle-means’, 
‘whole-part’ and ‘priority-inferiority’. Litigation relief belongs to the ultimate means of 
integration, and the framework right to claim and the project right to claim correspond to 
the macro or micro litigation object respectively, and play an integrated role by relying on 
litigation consolidation and res judicata. Personal injury compensation is not a simple civil 
law issue, which needs the cooperation of litigation mechanism; Nor is it a purely factual 
issue, which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legal evaluation, normative guidance and procedural 
operation.

（责任编辑：任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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